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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整理与诠释 

黄怀信 

 

摘要：儒家经典文献研究，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多个方面。欲使经典文献

更好的为现代服务，必须首先整理出尽可能完善并且具有时代特色的文本。对旧本中可以确定的错字应当加以改

正，文本中的古字应当改成今字,不改不足以矫旧弊的通假字也应当改成本字。诠释方面，应当针对文献运用中

常见的诸如随意发挥、断章取义、人各一辞等实际现象，本着科学精神，最大限度地揭示经典文献的本义，从根

本上杜绝诸种顽弊的出现，并且逐渐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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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文献，主要指“四书”、“五经”等中国

传统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

也是中国早期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研究

这些文献，是一切相关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或者说，

一切相关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些文献的精准把

握的基础之上。否则，其研究便是空中楼阁，经不住

时间考验。研究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可能人

人都先去研究原典。但是，每一个研究者无疑需要利

用经前人整理和研究过的原典。固然有的研究者文献

水平很高，但也不可能一切从头做起，因为文献的整

理研究需要做大量的专业工作，所以他们实际上也需

要利用专业工作者的成果。而对于普通需要学习和了

解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经过前

人整理注释乃至语译过的原典。从这个意义上说，儒

家经典文献需要现代整理本。   

毋庸讳言，各种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整理本已经

不少，有的，比如《论语》等，已经多到几乎泛滥的

程度。但是，依然不能真正适应现代研究与学习的需

要，当然我们不是说数量。因为时代发展，要求儒学

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必须讲求科学性。而作为基础研

究的文献研究，自然而且也必须更加讲求科学性。所

谓科学性，就是研究结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其

本来面目。对于经典文献来说，就是要真正揭示其本

来涵义，使之完全符合“古圣贤之心志”。要做到这一

点，自然首先要有能够体现古圣贤心志的文本，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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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本的产生，则需要通过校勘。所以，儒家经典文

献的现代整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文献文本进行校勘。 

古人刻书、注书注重校勘，所以读书也讲究版本。

今人整理古书忽略校勘，所以读书多不求版本。即使

是知道求版本之人，在他们看来，读书只要找一种好

版本、整理古书只要用好版本做底本就行了。实际上，

儒家经典文献的任何一种传世版本，包括所谓“善本”，

其文字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错误，有的甚至十分严重，

所谓“善”，也只是相对的。就是说，“善本”未必字

字皆真，而不善之本未必没有超越善本之处。时代要

求我们，对于经典文献的校勘，不能永远停留在相对

地善，而是必须尽可能地追求完善，因为否则就不能

完全体现古圣贤之心志，就不科学。当然谁也不能保

证做到百分之百地善，但尽可能地争取将错误降到最

低，使之尽可能地接近古人原本，则是可以做到，至

少是应该做到，关键是必须去做。怎样将经典文献的

文字错误降到最低，使之尽可能地接近古人原本，这

是专业问题，这里只谈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校勘要不要改字。现在通行的校勘方法是不

改字，而以校勘记的形式将所校出的异文标出，否则

会被认为不规范。因为自清代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

古籍文献不能随便改字。应该说，这种严谨的态度，

并没有错。但是不应忘记，清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是

针对明代人妄改古书而提出的，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

“妄”改，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校改。事实上清代著名

的校勘大家，他们校勘古书都作校改。比如戴震所校

的《大戴礼记》、卢文弨所校的《逸周书》等，都有不

少校改，而正是因为有校改，所以才被视为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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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古籍善本，也都是校勘本，

而不是翻刻本或覆刻本。这就足以说明，校改古书并

非不合“规范”。众所周知，当年刘向父子校理群籍，

就是通过比勘众本而后写定的。后人校书，也率有改

订。以《论语》为例，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

多引郑玄曰“鲁读某为某，今从古”，说明郑玄当年校

《论语》，就多以《古论》改《鲁论》。再比如后世所

传的几种重要的《论语》版本，如梁皇侃《论语义疏》

本、唐开成石经本、宋邢昺《论语注疏》本，各有不

少异文，这本身就说明，各家当时均有校改。也正是

因为各家均有所校，自成一种新本，所以后人才能各

有所从。而相反，同样是《论语》，清代以来有不少散

见的校勘成果，包括阮元的《论语校勘记》、翟灏的《四

书考异》、冯登府的《论语异文考证》等，虽然均有不

少发现与创获，但均未写成定本，所以不为人重视或

知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说明，校书如不改

字，几同不校。如果坚持不改字的习惯或“规范”，后

人只会无休止地进行重复劳动，而古籍研究，也只能

永远地原地踏步，无法产生新的突破。这种现象，显

然与科学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相适应。所以，我们

必须改变旧的观念，对古书中的错误，该改者一定改，

使之尽可能地接近古人原本。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

随意乱改，而是主张有切实依据的改。只要有依据、

有道理，就必须改。前人之所以不愿轻易改字，实际

上说穿了还是因为不自信。如果我们有切实的依据，

有充分的道理，为什么不自信？当然，改，就有改错

的可能，但我们可以尽量避免，而且即使偶尔改错了

也不要紧，因为改错了总容易发现，下次再改回来就

行。事实上前人校勘确实有改错的，而正因为前人有

错，所以更加需要改。比如今本《论语·述而》篇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经典释文》、唐石经、

皇侃本、日本正平本、定州汉墓竹简本，均作“我三

人行，必得我师焉”，只是邢昺本、朱熹本以下才同今

本。这就说明，这一句可能是宋人所改。宋人之所以

改这句，无非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旧本“我”字重复，

不如删去前“我”，再把“得”改为“有”读起来语顺。

（可见他们也有改的道理。）宋人虽删去了前面的

“我”，但解释仍遵前人有“我”之说。如邢昺疏曰：

“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相悬。”完全与何晏《集解》

一致。朱熹《集注》亦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

但没了“我”字，在后人读来，“三人”就极易被误解

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三人。不相干的三个人行路，怎么

就能有我师？既是行路，后文为什么又说“择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行路有何善与不善？为

何要从之、改之？可见完全讲不通。实际上这一章的

本义是说：“（比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事，一定能

从中得到我的老师。选择他们的好主意照着去做，不

好的就改正它”。“行”指行事、做事；“善”、“不善”

指做事的主张与方法说。正因为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三

人，所以才言从之、改之，可见前面的“我”字不能

删。由此可见，这一章是宋人因为不理解文义而改错

了。所以阮元校勘记也云：“当以皇本为是。”那么我

们今天又根据旧本把它改回去，不正是恢复了其本来

面目了吗？如果我们今天不加改动，前人的的错误不

是正好被永远保留下去了吗？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

食，不能因为前人有改错的我们就不再改。 

二、古今字问题。众所周知，传世儒家经典文献

中有不少所谓的古字，如《论语》中的“弟（悌）”、

“说（悦）”、“女（汝）”、“知（智）”、“道

（导）”、“辟（避）”、“与（欤）”之类。这些

字，传世本及现代整理本基本上都是原样保留。其实，

这些字完全没有必要继续保留。比如《论语》首章“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说”，凡读过《论语》的人，

无不知其要读为“悦”，而传世宋代以来的版本及今人

注释本，却几乎无不承汉唐以来的旧本保留“说”而

不用“悦”，然后再加上诸如“‘说’、‘悦’同”，或“‘说’

读为‘悦’”，或“‘说’借为‘悦’”之类的注解。如

此徒增曲折，有何必要？而如果不加注，不熟悉的人

自然就会照“说”字去读，照“说”字读，意思自然

又不明白。那么如果直接将文本中的“说”改成“悦”，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见继续用“说”字，有害无益。

所以，改，胜于不改。而且“说”与“悦”以及“弟”

与“悌”、“女”与“汝”、“知”与“智”、“道”

与“导”、“辟”与“避”之类所谓古今字，实际上

本身就是由于古今用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段玉裁云：

“古今无定时……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
①
就是这

个意思。比如孔子那个时代或许还没有“悦”字，或

许因为音相同，人们习惯将喜悦的“悦”写成“说”，

所以《论语》原本作“说”不作“悦”。而后代出现

了“悦”字，加上语音变异，人们已不再习惯将“悦”

写成“说”，而直接写成“悦”了。既然它本来就属

于随时异用的字，那么在古书中怎么就不能随时而用

呢？事实上，古人校书早就知道随时而用字。比如皇

侃《论语义疏》本，就作“悦”不作“说”，说明梁

代人已知用字需要与时俱进。如果说今所传皇侃本不

尽可靠的话，那么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则百分之百的唐

本，而其中的“悦”字也不作“说”，说明唐代人已

不用古字。再比如日本正平十九年（相当于中国元代

                                                         
①《说文解字注》“谊”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

本，第 94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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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所刻的《论语集解》本，

也作“悦”不作“说”，可见当时的日本人也知道不

用古字。梁代人、唐代人，以及 600 多年以前的日本

人都知道用汉字需要与时俱进，难道我们今天还必须

迂腐到以不改一字为“规范”吗？事实上，旧时的版

本承用古字，说穿了完全是封建文人的私心所致。因

为对他们来说，古书越难读，他们才越有地位，才越

有饭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保留古字，为的就是不

让人读懂。比如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不

让读者和学生自己明白。这样不正显得学问之高深不

易吗？就好比他们偏把《论语》读成《伦（音）语》，

实际上也是为了提高其学问的神秘性，以维持他们的

文化垄断一样。而今天，显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那

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承他们的传统呢？所以，我们认

为对于经典文献中属于古今字的古字，一定要改成今

字。甚至有的不改不足以矫旧弊的通假字，也应该改

成本字。比如《论语·为政》篇“学而不思则罔（惘），

思而不学则殆”，其“殆”字实际上是借为“怠”，

指懈怠，而今人则多如字解为危险。思而不学，有何

危险？可见还是通假字误人，所以必须改为本字。再

比如《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义之与比”之“适”，本是“敌”（古音同）的借字；

“莫”，本是“慕”的借字。今人不知，多如字解而

义又不能通，可见也是通假字误人。如果改为本字，

就容易多了，为什么不改？应当明白，现代整理的目

的，本来就是为了给现代人服务，是为了让现代人更

加容易地读懂它，那么为什么还要保留许多不便？ 

以上是说校勘整理方面的两个问题，下面再说诠

释。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与文本整理同样重要。

因为有了能够体现古圣贤心志的和便于今人阅读的文

本，并不等于就完全理解了“古圣贤之心志”，要完全

理解“古圣贤之心志”，还需要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诠释。

儒家经典文献难读，世所共知。即使一向被认为最容

易读的《论语》，现在看来也有大量尚未读懂的地方，

遑论其他？ 

如何真正读懂儒家经典文献，是专业问题。这里

所要强调的是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必须注意从

根本上克服文献运用中常见的以下三种毛病： 

第一种，随意发挥。儒家经典文献的文义需要发

挥，也可以发挥。但是，发挥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其

本来涵义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其本来涵义，

而随意地、想当然地发挥，必然背离“古圣贤之心志”，

失去其原始涵义，发挥愈多，就离题愈远。所以我们

说，义理之学不是不可以讲，而是必须在其本义基础

上讲。宋明理学家讲义理而成显学，固然可喜，但正

因为他们所讲的义理已非原始儒学之义理，所以才被

称为“理学”。而我们如果研究的是原始儒学，是孔子

的儒学，那么就必须先正确理解儒学经典文献的本来

涵义，否则你所讲的就不是真儒学，你所认识的就不

是真孔子。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之所以被扭曲，根源就

在于对经典文献的随意发挥，当然也有误解的因素。

所以我们必须先在探求经典文献的本义上下功夫，不

要还没有理解本义就先去胡乱发挥。 

第二种，滥用材料。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儒学史，

自然要引用儒家经典文献中的文句作为立论的依据。

以研究孔子思想为例，纵观前人各家论著，在每一命

题之下，都列举有《论语》中的材料。但是仔细读来，

很多论著所列举的部分材料的真实涵义，与其命题并

不相干，可见还是对文献的理解出了问题。应当指出，

《论语》所纪录的孔子语录，每一条都有一定的背景

与语境，所以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更不

能断章取义。另外，同一条材料被用来证明不同的命

题，实际上也属于滥用。比如同一条孔子的语录，有

的人用来证明孔子的这种思想，有的人用来证明孔子

的那种思想。而我们知道，任何文献材料，它的本义

只能有一种，孔子的语录，也不例外。当然，文献材

料有时侯可以赋予新的内涵，但是要看在什么情况之

下，如果你研究的是孔子，那么你就不能给它赋予新

内涵。总之，材料用不对，研究结论就不会科学。而

种种滥用材料的现象的根源，都与对文献的理解不合

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对文献做出科学合理

的诠释。所以，儒学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必须日臻

科学合理。 

第三种，人各一辞。就是相同的材料，研究者各

自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同样是孔子的思想，同样用

的是《论语》中的材料，而前人各家论著之中的归纳

就互不一致；同一个“仁”，各家对其所谓内涵或者结

构的归纳，也各不相同，甚至出入很大。“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真理，其实人们忽略了它

的前提，这就是他所观察的客观对象本身，必须要有

“仁”有“智”。否则，即使是“仁者”、“智者”，也

不能见。而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既然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不能同时有多种不同的面

貌。所以，对孔子思想的归纳，从逻辑上说就不能有

太大的出入。今各家互有很大出入，就说明还不科学。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人一次性的做到完全科学，但

至少我们应该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而不能永远地人

自为说。因为文献的本来涵义，只能有一种。永远地

人自为说，无异于做无休止的文字游戏，本身就不科

学。克服这种现象的关键，还在于对经典文献做客观



 ·6·

合理的诠释。比如对孔子“仁”学的理解归纳，离不

开《论语·颜渊》篇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

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表述，而对这一表述的合理诠

释，则至关重要。前人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一般

都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仁”的定义；“天

下归仁焉”，就是天下归依仁，或者国家回到仁的意思。

如此理解，则孔子这一表述与其“仁者爱人”的表述

不一致。所以，“仁”被赋予了多项内涵。孔子这一表

述的真正涵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对原文做贯通的

理解和完整的把握。《论语》该章今本原文作：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

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①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又言

“为仁由己”，有两个“为仁”，那么我们就不能只顾

前面一个。如果我们将前面一句解释为克己复礼就是

仁，后面“为仁由己”又将如何解释？另外，既然孔

子答语两言“为仁”，那么颜渊所问也当是“为仁”，

因为孔子不可能答非所问。这就是说，首句应作“颜

渊问为仁”。孙奭《孟子注疏·万章上》引段曰：“（注

云）‘《论语》颜渊问仁’者，盖《论语》第十二篇

首‘颜渊问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云”。
②
可见

段氏所见本正作“颜渊问为仁”。所以，今本当脱“为”

字。当然没有这个“为”字也可以讲，关键是必须搞

清楚“仁”指什么，“为仁”是什么意思？首先，“为

仁”在这里作为一个词组，“为”字显然是动词。那么

“克己复礼为仁”，怎么能说是对“仁”的定义？所

以即使没有“为”字，“颜渊问仁”也不能是问什么

是仁，而只能是问怎样才能被人称为“仁”，或者怎

样才能有“仁”的名声的意思。如果有“为”字，那

就是问怎样造就“仁”的名声。孔子答曰“克己复礼

为仁”，就是说通过“克己复礼”造就“仁”的名声，

或者说“克己复礼”才被人称为“仁”。更重要的是，

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有“焉”字，则

“归仁”更不能直接释为是归依仁或归于仁，因为“焉”

是兼词（兼介词和代词）。“归仁焉”，就是把“仁”

的名声归于他，“归”犹“归功”之“归”。而既言

“归仁焉”，那么“天下”就只能指天下之人，而不

能是指国家。可见忽略了一个“焉”字，材料就完全

理解错了，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结论怎么能

                                                         
①李泽厚《论语今读·颜渊第十二》，三联书店 2004 年 3 月

版，第 316 页。 

②孙奭《孟子注疏·万章上》，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十三

经注疏》本，第 2733 页。 

够科学？事实上，将“天下归仁焉”解释成天下归依

仁或国家归于仁，本身也不能通。因为“仁”是对人

言的，天下、国家怎么能说“仁”？可见还是因为不

了解“仁”的涵义。另外，“一日克己复礼”之“一

日”，也不是有一天的意思，而是一旦的意思。“复”，

借为“覆”，指覆盖于，是极言不出其范围。“克己复

礼”，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一点

也不出礼的范围。那么，为什么说“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人就会把“仁”归于他呢？因为礼，是社会规范。

一个人一旦其视、听、言、动皆符合礼，就说明他时

时处处想着社会，想着他人。这样的人，不就是一个

真正的仁者吗？那么人们怎么能不说他“仁”，而把

“仁”的名声归于他呢？可见这里的“仁”，其实质还

是关爱他人，为他人着想。短短的一条看似不难的材

料，几乎完全理解错了，结论怎么能够正确？前人围

绕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还是礼的问题，打了不少笔墨

关系，看来根本原因还是对文献没有吃透。同样，将

“仁”归纳出不同的内涵，也是因为对文献没有真正

理解。由此可见，文献的诠释对于研究思想是多么重

要！所以，要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就不仅要对文

献做贯通的理解，而且对其中的每一个字词都要做合

理解释。 

以上三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都与文献的诠释不

当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儒学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

必须讲求科学性，必须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

地揭示文献的本来涵义，纠正前人的误解，解决前人

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杜绝诸种不能正确运用文

献材料的现象出现，而且必须向逐渐统一的方向发展，

不能永远地百花齐放。事实上我们只要有科学的观念，

坚持客观的原则，不怀偏见成见，做到“诚意”、“正

心”，儒学经典文献所蕴涵的真实的“古圣贤之心志”

就必定能够被发现并得到认同。如果那样，建立在其

基础之上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会有实质性的

进步。而只有这样，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才能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语今读·前言》中说：“如果

能使这些中华传统典籍真正成为今天和今后好读、好

用的书，那比写我自己的文章、专著，便更有价值和

意义。”
③
他之所以说诠释典籍比写文章、专著更有价

值和意义，是因为他知道文章和专著需要建立在对典

籍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又说：“但这事极不容易。”

（见同前）让我们为此事而共勉！ 

（英文信息转至第 24 页） 

                                                         
③李泽厚《论语今读·前言》，三联书店 2004 年 3 月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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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刊刻者和增订者都是陈沂的南京同乡。本书卷

前，有一篇顺阳李蓘所作序，李蓘自署“赐同进士

出身、奉政大夫、南京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前

翰林院检讨”。按李蓘字于田，内乡（今属河南）人，

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提学副使，《四库全书

总目》将其《黄谷琐談》4 卷、《李子田文集》4 卷

等书列为存目。其序文云： 

鄠德涵之武功，王敬夫之 县，何仲默之《雍

大记》，崔子钟之彰德，童内方之沔汤，邵国贤

之许州，外是而蔑有闻焉，是可易言已哉！故

陈公鲁南著《金陵世纪》，不蔓援，不浮奖，质

直简确，一披卷而数千年之迹俱在，是固所谓

数家者类哉！陈公南□□，尝手绘《金陵图》，

镂板以传，而续为是书，又善如此，固知生其

地，躬履目覈，与传闻异词者远也。而金氏在

衡更加校雠，玉阳史君为寿之梓，事垂久远，

可期也。二君诚有力哉！纪凡四卷，分类一十

有八。陈公历官、文章，皆前有著，兹不具详

也。 

此序为行书，原缺第一叶前半叶。按康海字德

涵，残序首句所缺应是“康”字，“陈公南”后三字

亦磨灭不可辨认。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字句模糊泐缺，

如卷 3《纪山川》“八功德水”条“俄而□□□□”，

就有四字不可辨识。这也是本书刊刻质量不能令人

满意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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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y fields on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human social science. Desiring it to serve the modern better, firs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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